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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过程中就业脆弱性之演变(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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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数据对城镇 18—60 周岁在业人群的就业脆弱性状况

的现状、特点、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性的就业脆弱性在 2000—2010 年这 10 年间均有增加

趋势，女性的就业脆弱性高于男性，男性的群际变化普遍大于群内变化，群内变化具有相似性，女性的群内变化异质

性较大。就业脆弱性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工作获得方式的市场化、劳动关系的非契约化、任职短期化、工作的非连续

性、养老保障参与停滞不前以及工作满意感的降低。结构性力量、结社力量及其交互作用共同型塑了劳动者的市场

能力，并由此型塑了劳动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化导向改革进程中的就业脆弱状况。Oaxaca－Blinder 分解法分

析显示，市场对人力资本、劳动组织中结构位置回报的增加有利于弱化就业脆弱性的增加，但市场深化带来的用工

主体行为的市场化则强化了就业脆弱性。脆弱就业的改善，应从国家层面上重建社会保护机制，在提升劳动者的教

育与技能上加大投入，在实践上进行积极推动工会建设和集体协商工资制度，并积极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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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脆弱就业( precarious employment) 这一概念，

最早出现于 1970 年代的欧洲，最初是指就业缺乏

传 统 而 言 所 具 有 的 标 准 形 式 和 契 约 保 障 的 情

况［1］。2009 年，美国前社会学会主席科尔伯格

( Kalleberg) 发表了一篇关于脆弱工作( Precarious
Work) 的重要文章，使得脆弱就业①研究的影响迅

速扩大。科尔伯格全面分析了 21 世纪脆弱工作

何以成为一种常态及其后果，认为从工人方面看，

脆弱工作是一种不确定、不可预测以及有风险的

就业状态。脆弱工作的增加始于 1970 年代后期，

其所呈现的主要面向，如工作的不确定与不可预

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30 年的相对保障而言形

成了明显的对比。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说过，

“不确定、不稳定是 21 世纪社会问题的根基”［2］。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则提出了风险社会和无保障新

政治经济概念，而就业脆弱性的增强，正是不确

定、无保障的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3］。脆弱工作

的出现和扩散，与全球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变

迁有着密切关系。它不仅仅存在于一般学者所认

为的非正式部门，也同样存在于正式部门［4］。脆

弱就业不等于非标准化就业( 或非正规就业) ，即

使是标准就业，也会有脆弱的要素［5］，即所谓的

正规就业也具有脆弱性特征。

工作脆弱性的不断增加，使人的工作性质、内

容、质量不断恶化，职业发展受挫，导致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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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劳动社会学对工作的狭义界定是: 一系列从事与有酬职业有关的活动，即有酬就业( paid employment) 。参见 Auster，C． J． The So-
ciology of Work: Concepts and Cases，Prince Forge Press，1996。



迟缓或收入水平下降，福利状况堪忧，使社会不平

等加剧; 脆弱工作的不确定、无保障也会对性别角

色和其他许多非工作领域( 压力、教育、家庭、社

区) 产生影响，一些重要决策( 婚姻、生育子女、接
受教育) 因工作无保障而不能确定; 脆弱工作也

会对个人身心、社会认同、道德规范等方面产生影

响。其叠加效应，很有可能引发政治不稳定，对社

会的结构和稳定产生冲击［6］［7］。脆弱工作及其所

引发的社会后果，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挑战，并对社

会经济生活的诸多层面产生重要影响，其研究的

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不言而喻，因此吸引了诸多

优秀学者进行研究。近十年，国外学者关于脆弱

就业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脆弱就业驱动的原因、
表现形式及模式化特点［4］［8］; 阶级形成与脆弱就

业关系［9］; 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对脆弱就业的回

应［10］; 脆弱就业的社会政治后果［11］，等等。
脆弱就业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并引起了研

究者的关注。2004 年，潘毅即对深圳打工妹的脆

弱就业展开研究［12］。有的学者则对以农民工为

主体的建筑业工人的脆弱就业进行分析，文章引

入了一个“就业形态”( employment configuration)

概念，以分析多样化的非正式工人工作状况。就

业形态的概念将分析从工人—雇主的二元关系转

为工人—雇主—国家的三重关系［13］。由此，启发

了我们对移民工人控制和剥削多重来源的思考。
刘爱玉则以纺织服装业为例，对大上海地区脆弱

就业固化的现象作了剖析［14］。此外，还有的对非

正规就业、工作不稳定无保障等作各类分析与研

究［15］［16］［17］［18］［19］。但上述分析与研究或聚焦特

定人群的脆弱就业形成原因与特点［12］［13］［14］，或

只是对脆弱就业的宏观特点进行概括［15］，或只是

间接关注脆弱就业特定层面［16］［17］［18］［19］。
本文将以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为主要

依据，对中国城镇在业人员进行就业脆弱性研究。
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至今共进行了三期( 1990 年、
2000 年和 2010 年) ，由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联

合开展，是每十年一次的专注于妇女发展和性别

平等重要议题的专题性社会综合调查。三期妇女

地位调查的抽样方案均采用了分域、分层多阶段

PPS 抽样，虽具体方案有所不同，但都具有很好的

全国代表性［10］。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城镇 18—60
周岁的在业人员，因 1990 年调查中关于就业稳定

性方面 涉 及 较 少，诸 多 指 标 缺 失，故 主 要 选 择

2000 年和 2010 年调查数据。在剔除各类分析相

关变量的缺失值之后，最终分析的有效样本分别

为 5182 和 8341 人。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 ( 1) 从 2000 年到 2010 年

的 10 年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纵深推进，人们的

就业脆弱性是否增加了? ( 2 ) 2000—2010 年 10
年间脆弱就业的变化是否有性别差异? ( 3) 工人

的结构性力量对于市场化进程中的脆弱就业有何

影响?

二、就业脆弱性的历史演变

( 一) 脆弱就业的主要层面

诸多学者一直在探索脆弱就业可以从哪些层

面进行考察。在《工作社会学百科全书》收录的

文章中，莫妮( Monnier ) 对所谓脆弱性有如下解

读: 脆弱性( Precariat) 意味着缺乏各种形式的社

会保障，比如: ( 1) 劳动力市场保障( 足够收入的

就业机会) ; ( 2 ) 就业保障 ( 免于武断之解雇) ;

( 3) 岗位保障( 在地位与收入而言向上流动的机

会与能力) ; ( 4) 工作保障( 工作中通过工作安全

与保护的相关规章免于受伤害) ; ( 5) 技能再生产

保障( 有机会通过训练获得新的技能) ; ( 6) 收入

保障( 获得足够收入或者通过最低工资、补偿性

社会保障、累进税收政策或者其他政策等受到保

护) ; ( 7) 代表性保障( 集体协商或者劳动力市场

上集体表达的权力，如独立工会，罢工权) ［20］。在

更早的一篇题为《脆弱的非标准就业》文献回顾

文章中，塔克( Tucker) 概括了就业脆弱性的十项

特征: ( 1) 工作可以在几乎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

下被雇主终止; ( 2) 工作时间不确定或者可以被

雇主随意改变; ( 3) 收入不确定或无规则; ( 4) 工

作任务可以被雇主任意改变; ( 5) 没有显性或隐

性劳动契约; ( 6) 在实践中，对歧视、性骚扰、不被

欢迎的工作行为没有保护措施; ( 7) 工资较低或

者低于最低工资; ( 8) 没有或很少常规非工资性

员工福利，例如病假、国内假、丧假、探亲假; ( 9)

没有或仅拥有有限的机会通过培训获得技能或提

升; ( 10) 任务执行或工作场所缺乏健康安全措施

使得工作环境不健康或危险［21］。马克道维( Mc-
Dowell) 等认为，脆弱工作包括各种涉及工作不安

全感、有 限 法 定 权 利 ( 包 括 工 作 场 所 和 社 会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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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低工资、较高健康风险的工作［22］。戈尔德林

( Goldring) 等则提出了八个测量工作脆弱性的指

标: 无工会、无书面合同 /口头合同 /短期合同、散

工 /家务工 /季节工、工作时间不确定、计件工作、
没有福利减免优惠、现金支付、在雇主家里、自己

家里或多个地点上班［23］。科尔伯格在影响甚广

的《好工作、坏工作》一书中，将脆弱工作核心维

度列为以下五个方面: 经济报酬、工作保障与升

迁、工作自主性、对工作时间的控制、工作满意

度［8］。当然，还有诸多关于脆弱工作的解读，此

不赘述。
本文基于以往有关就业脆弱性的指标，考虑

到中国劳动就业的特点，拟从工作获得方式、劳动

关系契约、工作任期、工作连续性、工作社会保障、
工作满意感等六个方面对脆弱就业进行考察。

( 二) 脆弱就业的演变特征

1．工作获得方式市场化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劳动者的工作

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行政配置制度，即政府采用

行政办法( 劳动部门安排或者允许子女顶替) 把

劳动者统一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形成一种基本终

身固定的关系。1979 年以来开启的市场化导向

的改革，对中国行政配置的劳动就业制度实行渐

进式改革，以建立一种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配置

就业的制度。经过 40 年改革，中国劳动力市场配

置就业机制通过两个路向得以形成: 一是体制内

劳动力的逐步发育和成长，即国有企事业单位通

过各种制度变革( 尤其是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

对新招用的工人与原有固定工等用工行为的市场

化; 二是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催生与发展，1980
年代以来新兴部门的发展和市场空间的生成，农

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和一部分城镇劳动力逐渐由市

场来配置，催生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展成

长和企业用工制度的市场化，形成了所谓的体制

外劳动力市场。市场化配置机制有利于劳动力资

源的有效整合，但对于劳动者本身而言，相比于计

划经济时代的固定工身份，其在劳动力市场中遭

遇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增加了。全国妇联妇女地

位三期调查数据清晰展示了劳动者工作获得方式

市场化的这一历史进程。1990 年时，男性中的

70%、女性中的 67%是由国家安排或通过顶替的

方式获得工作的; 2000 年时，两者的相应比例下

降至 61%、52%; 至 2010 年，进一步下降至 35%、
27%。通过国家安排方式获得工作者，随劳动者

年龄的年轻化而降低，至 2010 年，新进入工作岗

位的 26 岁以下年龄群中，无顶替就业，仅有 9%是

通过国家安排，其余都是通过市场化方式而就业

的。
2．劳动关系契约非正式化

劳动关系契约化，意味着劳动者与雇主之间

的关系应通过签订劳动合同进行确立，合同中应

明确规定雇佣期限、双方权利、权力与义务关系

等。劳动关系的非契约化，指源于劳动者在劳动

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其在实践上与雇主发生事

实劳动关系，却无法获得劳动合同的情状，雇主以

此逃避其对劳动者应当承担的各种责任与义务，

如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支付超时劳动工资，

承担工伤事故责任，等等。没有劳动合同保障的

劳动者，在就业关系中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
在企业新招用工人中实施劳动合同制，始于

1986 年国务院颁发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

暂行规定》之后。在 1990 年全国妇联进行第一期

调查时，基于几乎全部劳动者都有类终身雇佣关

系的事实，在问卷设计时都没有询问有关劳动合

同的情况。按照李小瑛、赵忠对 1988 年中国住户

收入调查( 简称“CHIP”) 数据的统计，是年类终

身雇佣关系占比为 97． 86% ，短期、无合同等灵活

雇佣形式几乎不存在［24］。自 1990 年代中期开

始，劳动用工契约化步伐加快，灵活雇佣比重迅速

上升。至 2000 年 时，劳 动 者 正 式 工 男 性 占

73．2%，女性为 66．3%。之后，无劳动合同的非正

式用工比例进一步增加。至 2010 年，统计显示，

男性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者占 31．7%，有期限合

同者占 31．1%，未签订任何合同的占 37．2%; 女性

劳动者合同签订的相应比率为 23．6%、31．4%和

45．1%。
3．任职短期化

任职短期化，表现为个体在一个机构或者单

位工作的平均年限降低。相比于 2000 年，男性平

均任期由 12．5 年下降至 10．6 年，减少 1．9 年; 女

性由 11．2 年下降至 8．5 年，减少 2．1 年。目前工

作任期 3 年以下者，男性增加 7． 9%，女性增加

12．4%; 工作任期 9 年以上者，男性减少 9．1%，女

性减少 13．8%。从出生代群看，2000 年，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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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人工作任期变化最为突出，这一群体人的平

均工作任期由 2000 年的 18．3 年下降至 2010 年

的 12．9 年。与工作任期变化紧密相关的是更换工

作的次数，2000 年从未换过工作的占 49．3%，换

过一次的占 23．9%，2 次及以上的占 26．8%，男女

无显著差别; 2010 年从未换过工作的占 43．1%，

换过 1 次的占 26．2%，2 次及以上的占 30．7%。上

述工作任职短期化的趋势，与之前的一些相关研

究结论一致［15］［25］［26］。
4．工作非连续性

工作非连续性，是指劳动者因各种原因而出

现就业中断的现象。就业中断导致个人资历积累

中断、失去利用内部劳动力市场优势的机会、损失

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还因雇

主或者单位对工作中断的污名化而造成重新寻找

工作的困难。因此，就业中断是劳动者就业不稳

定和脆弱性的重要表征，并会对其职业地位、收入

获得等方面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在就业行政配

置时代，劳动者一旦获得工作岗位，便成为终身就

业的固定工，几乎没有就业中断。市场化导向改

革使企业拥有了用人自主权，工作机会不再是一

种凭借身份可以永久性占有的东西，而越来越成

为一种需要一定的绩效表现方能够维持的珍贵资

源。那些被用工单位界定为绩效表现不佳者，便

会遭遇就业中断，特别是在 1990 年代中期开始，

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等纷纷进行了改制与重组，在

劳动用工方面实施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和“下岗分

流、减员增效”的政策，大量工人因此下岗、失业。
数据分析显示，2010 年男性中曾经有超过半年不

工作也无劳动收入者的比例为 18．3%，比 2000 年

增加近 10 个百分点; 女性为 29．4%，比 2000 年增

加 17 个百分点，任职短期化趋势非常明显。
5．养老保障停滞不前

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条例，城镇职工一旦与

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合同，所在单位需要为其缴纳

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以确保劳

动者在年老、疾病、伤残、死亡、失业或者由于其他

原因生活出现困难时能够获得必要帮助以维持基

本生活。在这五项保险中，企业需要为员工缴纳

的养老保险成本最大，也由此常成为现实中一些

雇主逃避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以节约开支的重要

原因。养老保障的停滞不前，主要表现为 2000—

2010 年 的 10 年 间，其 参 保 率 没 有 显 著 增 长。
2000 年，具有正式工身份的劳动者，享有养老保

障的男性比例是 84．3%，女性为 81．6%; 2010 年签

订了各种形式劳动合同人群中，享有社会保障的

男性比例是78．3%，女性为 81．2%。分年龄群的

统计发现，2010 年那些签订劳动合同的 26 岁以

下年轻人，养老保障参与率尤为偏低，男性参与率

为 37．1%，女性参与率为 47．8%。而 2000 年时，

具有正式工身份的 26 岁以下年轻人，男女的养老

保障参与率均为 76%。
6．工作满意感降低

工作满意感反映了劳动者对其所从事工作的

一种情感和 /或认知取向。如果说工作获得方式、
劳动关系契约化状况、工作任期、工作非连续性、
养老保障参与，更多反映了脆弱就业的客观层面，

那么，工作满意感则反映了劳动者对于上述客观

特性的一种主观认知。本文 选 取 了 2000 年 和

2010 年都询问的三个方面: 工作强度、工作稳定

性与工作收入。就工作强度而言，2000 年，表示

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者男性为 77． 4%，女性为

76．6%; 2010 年，两者均下降至 54%。就工作稳定

性而言，2000 年，表示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者男

性为 75%，女 性 为 71%; 2010 年，两 者 分 别 为

60．7%和 58．3%。就工作收入而言，2000 年，表示

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者男性为 60． 7%，女性为

58．4%; 2010 年，两者分别为 39．2%和 35．7%。可

以看出，三个主要方面的满意感在 10 年间均有显

著下降。
( 三) 脆弱就业演变的总体特点

本文根据上述就业脆弱性的六个维度八个变

量，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就业脆弱性尺度。
这八个变量分别为工作获得方式、签订合同情况、
工作任期、就业中断经历、养老保障参与、劳动强

度满意感、工作稳定性满意感、工作收入满意感。
在作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八个变量进行相应转

换，使其测量方向保持一致，然后对每个变量进行

标准化，在此基础上作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因子，

其能够解释的变异量为 59%，通过信度分析得到

信度系数为 0．73。对八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并求其

平均值，再作 0—100 之间的转换，得到就业脆弱

性尺度，其值越小，表明就业越是脆弱。
本文从就业脆弱性的总体特点、群际变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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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变化三个方面考察其在 2000—2010 年 10 年

之间的变化。( 1) 总体特点: 就业脆弱性尺度分

值，2010 年为 60．6，2010 年为 55．6，降低了 5 个

点。分性别来看，2010 年，男性为 57． 1，女性为

54．0，分别比 2000 年低 5．1、4．3 个点。女性的就

业脆弱性高于男性，但两者就业脆弱性在 10 年间

均有显著增加，男性增加的幅度略大。( 2) 群际

变化是指相同年龄群在不同历史时期就业脆弱性

的变化，群内变化是指同一年龄群的人在不同历

史时期就业脆弱性的变化。就业脆弱性的增加是

群际变化与群内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男性

而言，群际变化普遍大于群内变化，年龄群两端的

就业脆弱性增加值得重视，一端是 26 岁以下的年

轻人，另一端是 50 岁以上的年长劳动者。对于女

性而言，也是群际变化大于群内变化，31 岁以下

的两个年龄群，其群际变化系数绝对值显著低于

其他年龄群，其在就业脆弱性上相比于 2000 年退

化的程度低。各个年龄组男性的群内变化更具有

相似性，而女性的群内变化异质性较大，26 岁以

下的年轻女性，群内变化最小; 45 岁以上的女性，

群内变化较大，意味着年轻女性的就业稳定性、保
障性相对较好。与 10 年前相比退化较小，2000
年，41—45 岁的女性正好遭遇中国 1990 年代中

期国企市场化改革时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
潮，她们的就业极不稳定; 而 46—50 岁的女性，不

仅与上一个年龄组女性经历了同样的下岗分流潮

历程，同时还遭遇了面临退休而导致的工作不稳

定( 详见下表 1) 。

表 1 两性就业脆弱性得分的群际与群内比较: 2000—2010 年

年龄群 男性均值 女性均值 男性均值变化 2000—2010 女性均值变化 2000—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群际变化 Δ1 群内变化 Δ2 群际变化 Δ3 群内变化 Δ4

25 岁及以下 55．7 49．1 54．8 51．0 －6．6 －3．8
26—30 岁 59．4 54．5 56．4 53．9 －4．9 －2．5
31—35 岁 59．4 56．1 58．7 53．7 －3．3 0．4 －5．0 －1．1
36—40 岁 61．8 56．3 59．6 53．1 －5．5 －3．1 －6．5 －3．3
41—45 岁 63．4 56．7 62．3 54．2 －6．7 －2．7 －8．1 －4．5
46—50 岁 65．9 59．1 62．0 56．4 －6．8 －2．7 －5．6 －3．2
51—55 岁 69．6 60．9 62．8 57．4 －8．7 －2．5 －5．4 －4．9
56—60 岁 70．6 63．2 54．9 54．8 －7．4 －2．7 －．1 －7．2
总计 62．1 57．0 59．1 54．0
样本 2696 4518 2486 3823

说明: Δ1 指相同年龄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群际变化) ; Δ2 同一年龄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 群内变化) 。如果群内就业脆

弱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无变化，则 Δ2 的绝对值应很小甚至为 0，而 Δ1 的绝对值会比较大; 如果群际变化对于总体变化贡献小，则 Δ1 的绝

对值应很小甚至为 0。

三、影响脆弱就业之源:

脆弱就业的多变量分析

( 一) 市场化导向的制度与结构变迁

国内外研究者均对驱动脆弱就业之源有过探

讨，或归为宏观场域的经济全球化［27］与新技术革

命的影响［27］［28］，或归为以外包为主要特征的企

业间生产供应链，或者是以组织灵活化与劳动的

灵活化为主要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27］，或

者是归为工会力量削弱［29］［30］。因此，科尔伯格

指出，公司应对全球日益激烈的价格竞争、公司治

理中股东的短期利益追求、国家对劳动力市场干

预的弱化、工会权力的下降［8］是脆弱工作增加的

重要原因。

从宏观层面探讨影响中国劳动者脆弱就业的

原因，则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化导向的制度与

结构变迁尤为重要。( 1) 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

化的核心特征表现为生产、资本、金融和贸易等的

国际化，即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和全球性配置，

产品和服务的全球性流通与消费。劳动力市场的

弹性化是企业在竞争性全球经济环境下为谋求利

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而采取的一种重要用人策

略。雇佣弹性化和工作灵活化主要表现在时间、
空间及功能三个方面。时间上的灵活性表现为工

作时间的多样化，如弹性工时、计时员工、无固定

时间工作等，可以满足生产的灵活性要求; 空间的

灵活性表现为工作可以跨越空间与地方的限制，

如在家工作、电访工作、流动性工作，分包制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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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移转便是在上述情境下发生发展起来的; 功

能上的灵活性表现为劳动力的分配跳离传统上的

功能限制，产生多能工、任务弹性化等，它拓展了

员工的 工 作 能 力、员 工 的 工 作 任 务 范 围 和 职

责［15］。( 2) 市场化改革与企业改制、重构。市场

化导向的改革确立了企事业单位的主体地位，增

加了其在人员招聘、录用、薪酬管理、解聘等方面

的权力，企业用工行为的市场化速度与程度不断

强化，一种失序专制主义的劳动关系被确立起

来［31］。( 3) 经济结构的“非国有化”。1978 年之

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

绝对主导地位。在市场化导向改革过程中，非国

有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并成为经济领域的主体。
至 2010 年底，中国的个体工商户超过了 3400 万

户，注册资金超过 1．3 万亿元，登记注册的私营企

业数量已超过 840 万户。在“十一五”期间，年均

增速达 14．3%，私营企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

群体，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 74%。私营企业注

册资金总额超过 19 万亿元，在“十一五”期间，年

均增速达到 20．1%①。非国有部门因此成为吸引

就业的主战场，但其就业的主要方式是自我雇佣

和采取计件、计时、临时性、季节性雇佣方式，成为

脆弱就业的主要载体［15］。
( 二) 市场能力、结构性力量与脆弱就业

客观讲，由于雇佣合同的不完全性以及劳动

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具有一定

的脆弱性。不过，脆弱程度因人而异，往往取决于

个体教育、年龄、家庭负担、职业与行业类型、社会

总体福利程度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力度［32］。
什么样的人群在就业上更为脆弱? 从韦伯主义视

野看，源于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境遇与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视野看，则源于劳动者在生产关系

中的地位。韦伯的基本解释逻辑是: 占有不同财

产、技术、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交换的竞

争中具有不同的市场能力，因而也占有不同的市

场地位，也就是阶级地位［33］。吉登斯发展了韦

伯的市场能力概念，他把马克思的财产关系放到

市场机会结构中加以考察，认为市场能力是以人

所占有的财产、所拥有的教育、技术和劳动力为基

础的，它“指的是个人可以带进讨价还价交涉中

的任何形式的有关品性( attribute) ”［34］。人的市

场能力差异，不但决定了雇主与雇工的分野，决

定了人们的收入差异，还决定着人的就业保障、

晋升机会、福利等。吉登斯的市场能力说实际上

与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赖特( Wright) 关于工人

行动能力受“结社力量”( associational power) 和

“结构力量”( structural power) 制约说颇为接近。
“结社力量”，指“来自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

权力形式”，即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组织，通过各

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 “结构力量”，

即“工人简单地由其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而形成

的力量”。“结构力量”由两种“讨价还价能力”组

成: 一种称为“市场讨价还价能力”( market bar-
gaining power) ，包括: 第一，工人拥有雇主所需要

的稀缺技术; 第二，较低的失业率，即所谓“紧凑

的”劳动力市场( tight labor market) ; 第三，工人具

有脱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

的能力。另一种称“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
( 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 。这是一种“从卷入

于严密整合的生产过程的工人那里所产生的能

力。在那里，关节部位上的工作节点的中断，可以

在比该节点本身更为广大的规模上，导致生产的

解体”［35］。

本文结合新韦伯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市

场能力、结构性力量的讨论，认为从工人视角出

发，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化导向改革进程

中的就业脆弱状况，取决于由结社力量与结构力

量共同型塑的市场能力。在操作层面上，结社力

量主要考察工人参与工会的状况。结构力量主要

从四个方面测量: 一是人力资本，包括初始人力资

本和劳动力市场积累性人力资本，具体测量变量

为教育程度②、工龄、培训经历、职称; 二是政治资

本; 三是在劳动组织中的结构位置，职业类型以及

职务，是处于普通工作岗位上，还是从事有技术性

的工作，或者处于管理职位上; 四是劳动组织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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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相关数据见 2011 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 http: / /www． china． com． cn /zhibo /2011 － 01 /18 /content _
21754976．htm) 。

在展示结构性力量诸层面与就业脆弱性特点时，教育程度分为四类，按定序变量处理，在之后进行模型分析时，使用受教育年数，

按定距变量处理。



济结构中的位置，如就业组织所有制类型和产业

类型［36］。纳入性别视角，则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

型塑的市场能力会因性别政体的不同而有差异，

本文将考察控制结社力量、结构力量情况下婚姻

状况与子女状况对于脆弱就业的影响。另外，缘

于中国工会体制的特殊性，结社力量对于脆弱就

业的影响状况，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分析变量

基本情况以及脆弱就业在结构性力量、结社力量、
婚姻与子女状况的特点，详见下表 2 和表 3。

表 2 结构性力量、结社力量及相关变量基本情况

2000 2010
全部 男性 女性 全部 男性 女性

年龄( 岁) 37．0 38．0 36．0 39．4 40．4 38．1
受教育年数( 年) 11．4 11．6 11．2 12．1 12．1 12．1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8．2 7．0 9．5 6．6 5．7 7．6

初中 29．2 29．9 28．5 26．2 27．5 24．6
高中 /技校 38．6 36．5 40．9 31．8 32．5 30．9
大学专科及以上 24．0 26．6 21．2 35．5 34．3 36．9

职称: 无职称 64．5 62．2 66．9 74．0 73．5 74．5
有职称 35．6 37．8 33．1 26．0 26．5 25．5

培训经历: 无培训经历 67．7 68．5 66．8 66．9 68．1 65．5
有培训经历 32．3 31．5 33．2 33．1 31．9 34．5

党员: 非中共党员 75．2 67．4 83．7 76．4 72．8 80．6
中共党员 24．8 32．6 16．3 23．6 27．2 19．4

职业: 管理与专业人员 31．8 28．8 35．0 24．2 22．0 26．9
办事人员 36．8 33．5 40．4 48．1 41．6 55．9
工人 31．4 37．7 24．6 27．6 36．4 17．2

职位: 普通工人 /职员 87．2 84．4 90．1 80．6 77．6 84．2
基层管理人员 6．3 6．5 6．1 11．3 12．3 10．2
中高层管理人员 6．6 9．1 3．8 8．0 10．1 5．7

所有制: 国有 59．2 62．4 55．8 45．6 48．3 42．5
集体 15．3 13．9 16．8 5．5 4．1 7．2
私营 /个体 24．2 22．4 26．0 45．5 44．6 46．5
外资 /中外合资 1．3 1．3 1．4 3．38 3．05 3．77

行业: 第一产业 2．1 2．2 2．1 1．5 1．7 1．3
制造业 31．7 35．7 27．4 27．3 32．3 21．4
商业等 36．6 35．5 37．9 44．1 42．4 46．2
文卫科教 15．6 12．3 19．2 11．7 8．9 15．0
党政机关 13．9 14．3 13．5 15．4 14．8 16．0

工会会员: 非会员 35．8 31．8 40．3 59．8 57．3 62．8
会员 64．2 68．3 59．7 40．2 42．7 37．2

在婚: 不在婚 13．7 12．3 15．1 16．6 15．2 18．4
在婚 86．3 87．7 84．9 83．4 84．8 81．6

子女状况: 无 17 岁及以下孩子 34．3 38．3 30．0 47．7 50．4 44．5
17 岁及以下孩子 65．7 61．7 70．0 52．3 49．6 55．5

样本数 5182 2696 2486 8341 4518 3823

下表 3 中给出了全部样本、男性和女性样本

各自在 2000 年、2010 年在各个结构性力量、结社

力量、家庭要素上就业脆弱性上的得分，并给出了

每一变量和脆弱就业之间关系的检验与每一项目

两性脆弱就业得分差别的检验。数据显示，在不

控制其他因素情况下，结构性力量、结社力量、家
庭要素上的就业脆弱性得分有显著差别。

( 三) 就业脆弱性的多变量分析

1．影响就业脆弱性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部分着重考察结构性力量( 人力资本、政

治资本、劳动组织中的结构位置、劳动组织在经济

结构中的位置) 、结社力量( 工会) 、家庭要素( 婚

姻状况、家庭子女状况) 对于就业脆弱性的影响。
因变量为就业脆弱性，下表 3 展示了五个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模型一考察在控制调查时间、年龄、
性别情况下，结构性力量诸要素、结社力量、家庭

要素对于就业脆弱性的影响，模型二在模型一的

基础上增加了调查时间与结构性力量诸要素的交

互项，模型三在模型二基础上增加了调查时间与

结社力量的交互项，模型四在模型三基础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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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调查时间与家庭要素的交互项，模型五为纳入

所有变量主效应与交互效应后的情况( 详见下表

3) 。

表 3 结构性力量诸层面与就业脆弱性

2000 2010
全部 男性 女性 显著性 全部 男性 女性 显著性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52．3* 55．4* 49．7* 显著 43．8* 45．6* 42．2* 显著

初中 56．7 58．0 55．2 显著 48．8 50．2 47．0 显著

高中 /技校 61．2 62．2 60．2 显著 55．3 56．7 53．5 显著

大学专科及以上 67．3 68．2 66．2 显著 63．2 64．6 61．6 显著

职称: 无职称 57．3* 59．0* 55．6* 显著 52．7* 54．1* 51．0* 显著

有职称 66．7 67．2 66．1 显著 64．1 64．9 63．0 显著

培训经历: 无培训经历 58．7* 60．3* 57．0* 显著 53．0* 54．6* 51．2* 显著

有培训经历 64．6 66．0 63．1 显著 60．9 62．2 59．5 显著

党员: 非中共党员 58．2* 59．0* 57．4* 不显著 52．7* 53．3* 52．0* 显著

中共党员 68．1 68．5 67．3 显著 62．1 66．8 62．4 显著

职业: 管理与专业人员 66．6* 68．5* 64．9* 显著 66．6* 65．0* 62．0* 显著

办事人员 57．0 59．5 54．7 显著 57．0 55．5 50．6 显著

工人 58．8 59．5 57．7 不显著 58．8 53．8 52．9 不显著

职位: 普通工人 /职员 59．8* 61．3* 58．4* 显著 53．1* 54．0* 52．1* 显著

基层管理人员 65．3 65．4 65．1 不显著 64．7 65．9 63．0 显著

中高层管理人员 66．8 67．3 65．8 不显著 68．4 69．3 66．7 显著

所有制: 国有 67．4* 68．7* 65．8 显著 65．5* 66．9 63．6* 显著

集体 61．0 61．6 60．5 不显著 54．3 57．2 52．3 显著

私营 /个体 43．9 44．0 43．9 不显著 45．9 46．3 45．5 显著

外资 /中外合资 58．5 61．5 55．6 显著 56．0 57．2 54．8 不显著

行业: 第一产业 61．6* 62．0* 61．1* 不显著 59．7* 61．1* 57．6 不显著

制造业 60．8 61．9 59．2 显著 56．2 56．9 55．1 显著

商业等 55．2 57．1 53．3 显著 50．6 52．2 48．9 显著

文卫科教 68．2 69．9 67．0 显著 63．7 64．9 62．8 显著

党政机关 65．9 68．2 63．2 显著 62．5 65．8 58．9 显著

工会会员: 非会员 51．2* 52．5* 50．1* 显著 48．7* 69．3* 48．0* 显著

会员 65．9 66．6 65．1 显著 66．0 67．3 64．1 显著

在婚: 不在婚 56．5 57．1* 55．9 不显著 52．3* 52．6* 52．0* 不显著

在婚 61．3 62．8 59．6 显著 56．3 57．8 54．5 显著

子女状况: 无 17 岁及以下孩子 61．8* 64．0 58．9* 显著 56．7* 58．0* 55．0* 显著

17 岁及以下孩子 60．1 60．9 59．1 显著 54．7 56．0 53．3 显著

样本数 5182 2696 2486 8341 4518 3823

说明: 每个变量第一行数字右上角标注* ，表示该变量与就业脆弱性之间的统计检验显著。

对下表 4 的五个嵌套模型进行检验，利用

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oefficient) 值以判别模

型优劣，发现模型四较佳，即不必在模型分析时加

入家庭要素与调查时间的交互项。各要素对于就

业脆弱性的影响，将主要基于模型四的系数。对

上表 3 数据进行解读，基本结论如下:

其一，在控制其他变量却不加各种交互项时，

2010 年调查样本的就业脆弱性相比于 2000 年而

言有显著增加。当模型分析纳入调查年份与结构

性力量、结社力量、家庭要素诸变量的交互项之

后，调查年份影响的主效应依然存在，但系数的绝

对值增大，由模型一的－1．844 变为－9．731，说明

2000—2010 年 10 年间就业脆弱性的增加，很大

程度上源于结构性力量、家庭要素在历史脉络下

的变化。
其二，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发现年龄较大者

在就业脆弱性上的境况略好，女性相比于男性在

就业脆弱性上的境况更差，即女性在劳动力市场

和劳动过程中有着更多的脆弱性。调查时间与年

龄、性别 间 交 互 项 的 效 应 不 显 著，说 明 2000—
2010 年 10 年间女性的不利局面并未改善。

其三，结构性力量中的人力资本三要素( 教

育程度、培训经历与职称) 对于就业脆弱性程度

有显著影响，越是受教育年数少、无职称和培训经

历者，就业脆弱性程度越高。教育程度与调查时

间 有交互效应，其值为正，说明在2000—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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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就业脆弱性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调查时间: 2010 －1．844＊＊＊ －3．108+ －9．526＊＊＊ －9．731＊＊＊ －8．961＊＊＊

年龄 0．203＊＊＊ 0．202＊＊ 0．160＊＊ 0．160＊＊ 0．171＊＊

女性 －1．131＊＊＊ －0．657+ －0．958＊＊ －0．975＊＊ －1．016＊＊

工龄 －0．018 0．020 0．042 0．049 0．047
教育程度 0．504＊＊＊ 0．368＊＊＊ 0．209＊＊ 0．227＊＊ 0．220＊＊

职称 1．661＊＊＊ 1．327＊＊ 1．125＊＊ 1．164＊＊ 1．160＊＊

培训经历 0．629* 1．272＊＊ 0．798* 0．820* 0．837*

中共党员 1．971＊＊＊ 2．682＊＊＊ 1．949＊＊＊ 1．954＊＊＊ 1．977＊＊＊

职业: 办事人员 －1．181＊＊＊ －1．124＊＊＊ －0．751 －0．735 －0．758
工人 －1．335＊＊＊ －1．298＊＊＊ －1．121* －1．115* －1．143*

职位: 基层管理人员 1．799＊＊＊ 1．844＊＊＊ 0．102 0．148 0．165
中高层管理人员 2．361＊＊＊ 2．423＊＊＊ 1．828* 1．858* 1．869*

所有制: 集体 －5．564＊＊＊ －5．581＊＊＊ －4．063＊＊＊ －4．165＊＊＊ －4．182＊＊＊

私营 /个体 －13．352＊＊＊ －13．36＊＊＊ －17．063＊＊＊ －17．40＊＊＊ －17．430＊＊＊

外资 /中外合资 －5．612＊＊＊ －5．723 －5．891＊＊＊ －5．996＊＊＊ －5．929＊＊＊

行业: 制造业 －1．058 －1．069 －1．714 －1．543 －1．524
商业等 －2．610＊＊ －2．627＊＊＊ －2．526* －2．401* －2．380*

文卫科教 －0．906 －0．830 0．522 0．620 0．675
党政机关 －2．936＊＊ －2．924＊＊＊ －1．177 －1．154 －1．129

工会会员 5．716＊＊＊ 5．704＊＊＊ 5．726＊＊＊ 5．035＊＊＊ 4．993＊＊＊

在婚 1．418＊＊＊ 1．423＊＊＊ 1．330＊＊＊ 1．336＊＊＊ 1．057
子女状况: 有 17 岁及以下孩子 －1．147＊＊＊ －1．153＊＊＊ －1．117＊＊＊ －1．104＊＊＊ －0．550
2010* 年龄 －0．006 0．072 0．073 0．056
2010* 女性 0．774+ 0．190 0．173 0．125
2010* 工龄 －0．050 －0．090 －0．100 －0．099
2010* 教育程度 0．209* 0．451＊＊＊ 0．423＊＊＊ 0．426＊＊＊

2010* 职称 0．626 1．019+ 0．927 0．946+
2010* 培训经历 －1．013* －0．313 －0．348 －0．359
2010* 中共党员 －1．219* －0．100 －0．132 －0．160
2010* 职业: 办事人员 －0．221 －0．224 －0．203

工人 －0．031 －0．035 －0．005
2010* 职位: 基层管理人员 2．808＊＊ 2．698＊＊ 2．691＊＊

中高层管理人员 1．539 1．444 1．444
2010* 所有制: 集体 －4．507＊＊＊ －4．326＊＊＊ －4．329＊＊＊

私营 /个体 5．520＊＊＊ 6．089＊＊＊ 6．124＊＊＊

外资 /中外合资 0．641 0．892 0．821
2010* 行业: 制造业 0．768 0．568 0．551

商业等 －0．356 －0．464 －0．485
文卫科教 －2．372 －2．458 －2．499
党政机关 －2．297 －2．295 －2．303

2010* 工会会员 1．187* 1．234*
2010* 在婚 0．396
2010* 子女状况 －0．852
常数项 49．367＊＊＊ 49．794＊＊＊ 53．669＊＊＊ 53．739＊＊＊ 53．346＊＊＊

Ｒ 平方 0．440 0．441 0．450 0．450 0．450
样本 13523 13523 13523 13523 13523

注: ( 1) 模型中分类变量的参照类: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0) 、职业地位( 管理与专业人员 = 0) 、夫妻就业参与( 夫妻均工作 = 0) 、

2010*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0) 、2010* 职业地位( 管理与专业人员= 0) 、2010* 夫妻就业参与( 夫妻工作= 0) 、夫妻就业参与* 经济依

赖( 夫妻均工作= 0) ; ( 2) * p＜ 0．05，＊＊ p＜ 0．01，＊＊＊p＜ 0．001

10 年间，教育对于减少就业脆弱性效应增加了。
结构性力量中的政治资本，即是否是中共党员在

控制其他要素情况下有显著影响，非中共党员的

就业脆弱性更高，10 年间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劳

动者在劳动组织中的结构位置( 职业与职位) 显

著影响就业脆弱性，普通工人相比于管理与专业

人员的就业脆弱性更高，处于中高层管理职位者

有着比普通工人较高的就业稳定性和保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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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与调查时间交互作用的显著性及其系数值显

示其重要性在 10 年间的增加。劳动组织在经济

结构中的位置在控制其他要素情况下影响显著。
劳动者就业的所有制尤为重要，在集体、私营 /个
体、外资 /中外合资机构就业者，其就业脆弱性远

高于国有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在各种所有制类型

的劳动者中，以私营部门就业者的就业脆弱性为

大。不过，相比于 2000 年，私营部门就业脆弱性

的境况有所缓和，而集体部门的就业脆弱性则增

加了。
其四，在控制其他要素情况下，参与工会显著

减少了就业脆弱性，但工会参与与调查时间的交

互效应显著，表明 2000—2010 年 10 年间工会参

与对于减少就业脆弱性的作用增加。
其五，家庭要素对于就业脆弱性的影响。从

婚姻状况看，在婚者的就业稳定性、保障程度、满
意感更高，即脆弱性较低。从子女状况看，有 17
岁及以下子女会显著地增加就业的脆弱性。

对模型四求标准化回归系数，对各影响要素

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进行比较，以影响要素的重

要性排序，前四位要素分别为: 所有制、调查时间、
教育程度、工会参与，所有制、教育程度、工会参与

与调查时间之间均有交互效应。如果将调查时间

看作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化程度的加

深，那么市场化力量与劳动者结构性力量( 所有

制、教育程度) 与结社力量( 工会参与) 的交互作

用，型塑了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境遇，即

脆弱性状况，女性劳动者特别是有 17 岁及以下子

女者，处于一种更为弱势的位置。
2．采用 Oaxaca－Blinder 分解考察就业脆弱性

变动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希望通过 Oaxaca－Blinder 分解法［37］，

以考察 2010 年就业脆弱性相比于 2000 年显著增

加之影响要素。可以把就业脆弱性分解为两部

分: 一部分是由于 2000—2010 年 10 年间劳动者

禀赋差异( 如结构力量、结社力量、家庭要素) 所

造成; 另一部分( 系数解释) 由不可观察的制度等

因素造成。参见下表 5。
表 5 2000—2010 年就业脆弱性变动分解

总变动 禀赋效用 系数效用 交互效用

一次分解 4．983 2．338 0．755 1．890
二次分解 人力资本 －3．510 －0．182 －3．394 0．066

政治资本 0．061 0．021 0．038 0．002
劳动组织中的结构位置 －0．316 －0．128 －0．322 0．134
劳动组织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 1．716 1．832 －1．864 1．748
结社力量( 工会) 0．700 1．492 －0．496 －0．296
家庭要素( 婚姻状况、家庭子女状况) 0．074 －0．144 0．116 0．102
性别 0．036 －0．024 0．057 0．003
年龄 －2．549 －0．533 －2．216 0．131
常数项 8．836 0 8．836 0

注: 以 2010 年为基期。

从就业脆弱性状况而言( 见上表 4) ，2000 年

显著高于 2010 年。从影响因素看，禀赋效应占

46．9%，系数效应占 15． 2%，交互效应占 37． 9%。
单独而论，禀赋效应的贡献值最大; 但综合看，恰

恰是禀赋效应与系数效应的交互作用，更多地型

塑了就业脆弱性的增长。系数效应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市场深化对于就业脆弱性的作用。
禀赋效应中，结构性力量中的人力资本、在劳

动组织中的结构位置的系数为负值，意味着其值

越高，越是有利于阻止就业脆弱性的增加。分解

看，其对就业脆弱性弱化的效应主要源于市场对

人力资本、劳动组织中结构位置的回报的增加。
结构性力量中的劳动组织在经济结构中位置特别

是所有制的类型，因市场化过程中私营、个体、外
资 /中外合资经济类型在全部经济中的份额扩大，

其生产、用工等的高度市场化，对工作期间的劳动

者的就业稳定性产生极大负面影响。结构性力量

是型塑就业脆弱性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结构性

力量中的人力资本和劳动组织中的结构位置，与

劳动组织在经济结构中位置的作用力相反。
结社力量，即是否参与工会，可以解释就业脆

弱性总变动的 14%。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因素总

体效应为正，禀赋效应为负，系数效应和交互效应

为正，说明性别( 即身为女性) 本身并不会导致其

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脆弱性，但是市场化过程

中对于女性的歧视或不利于女性的性别分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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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导致了女性就业脆弱性高于男性。

四、结论与讨论

( 一) 结论

本文采用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数据，对城镇 18—60 周岁在业人群

的就业脆弱性状况的现状、特点、变动趋势及其影

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1．男女两性的就业脆弱性在 2000—2010 年

10 年间均有增加趋势，女性的就业脆弱性高于男

性。男性就业脆弱性的群际变化普遍大于群内变

化，群内变化具有相似性，女性的群内变化异质性

较大，文化程度越来越与男性相似的年轻女性群

内变化最小，而遭遇市场化变革影响甚大的 45 岁

以上的女性，群内变化较大。就业脆弱性的增长

主要表现为工作获得方式的市场化、劳动关系的

非契约化、任职短期化、工作的非连续性、养老保

障参与停滞不前以及工作满意感的降低。
2．结构性力量、结社力量及其交互作用共同

型塑了劳动者的市场能力，并由此型塑了劳动者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化导向改革进程中的就

业脆弱状况。结构性力量中的人力资本、政治资

本、在劳动组织中的结构位置、劳动组织在经济结

构中的位置对于就业脆弱性均有显著影响，以工

会参与作为间接测量的结社力量，对于就业脆弱

性的缓解有积极正面意义。
3．影响就业脆弱性变动的因素可以分解为可

观测变量影响、不可观察的制度影响及其交互作

用，禀赋差异( 如结构力量、结社力量、家庭要素)

占 46．9%，系数效应占 15．2%，交互效应占37．9%。
2000—2010 年 10 年间，市场对人力资本、劳动组

织中结构位置回报的增加有利于弱化就业脆弱性

的增加，但是市场深化带来的用工主体行为的市

场化则强化了就业脆弱性。结构性力量是型塑就

业脆弱性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结构性力量中的

人力资本和劳动组织中的结构位置，与劳动组织

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的作用力相反。
4．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相比于男性更为弱

势，2000—2010 年 10 年间就业脆弱性增加的幅

度大于男性，家有 17 岁及以下子女者处于一种更

为弱势的位置。随着教育机会的扩大，女性受教

育程度提升，年轻一代女性与男性的教育程度差

距缩小［38］。本调查数据还显示，26 岁以下男女

教育程度差由 2000 年的－0．1 年变为 2010 年的－
0．8 年，反超男性，这本有利于其市场中就业稳定

性的提升，但是市场化过程中对于女性的歧视，不

利于女性的性别分工格局，弱化了教育程度提升

带来的正面效应。
( 二) 讨论

从宏观层面看，自 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中国

劳动者的就业脆弱性也如一些学者在其他国家所

观察到的那样在不断增加。科尔伯格等指出，作

为政治和经济观的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全球竞争

的加剧、技术的发展三大宏观要素导致国家与雇

主层面对于工作灵活性的推动，促成了许多亚洲

国家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中脆弱就业的大量滋

生，并导致了大量工人对脆弱就业的抗争［39］。在

欧洲国家，脆弱就业的增长已经引发了诸多跨阶

级或者公民身份的波拉尼式的抗争运动，而占领

华 尔 街 运 动 其 实 也 是 一 种 抵 抗 脆 弱 就 业 的 运

动［11］。在中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国家发展战

略的有机构成部分，脆弱就业问题与这一发展战

略下雇主权力的扩展以及国家从社会再生产和社

会保护领域的撤退有关。脆弱就业的改善，从国

家层面上需要的是重建社会保护机制。社会保护

机制可以向那些遭受无约制市场带来心理、社会、
生态毁损的人们提供切实支持，自由、灵活的市场

呼唤着保障的需求。政府应该在劳工政策、社会

保障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上加强对普通劳动者的

保护，如切实实施新劳动合同法，加强劳动监测与

监督力度。
不同人群劳动者因结构性力量、结社力量及

其交互作用型塑的市场能力的不同而在应对就业

脆弱性上的能力上有所区别。本研究发现，结构

性力量中的教育与技能对于缓解就业脆弱性具有

积极意义。故希望政府在提升劳动者的教育与技

能上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政府应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进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以提

升其就业的稳定性。政府也应该为灵活就业劳动

者制定职业介绍与培训服务计划，并积极实施，以

使他们有信心继续适应新竞争的需要。本研究建

议，国家能够加强工会建设，积极推进集体协商制

度。工会的建立、发展和力量的强化，可以使工人

增权，使工人的利益诉求得以凝聚和表达，并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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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性力量去抗衡资本，增进工人的结社力量并

减少就业脆弱性。中国目前工会受制约较多，怎

样使工会摆脱对用人单位的依附，变成真正维护

劳动者权益的工会等方面仍然是重要的研究课

题。工会在工人权益维护方面的作用，还有待进

一步提升，一方面有待于工人真正将工会作为维

护其权益的主要工具，另一方面亦有待于工会组

织本身建设的强化以及其在中国权力架构中独立

性的增长。
最后，鉴于女性因劳动力市场歧视以及家庭

性别分工导致的弱势地位，建议在劳动力市场政

策、消除性别歧视以及支持女性就业政策上，国家

应该有性别视角，并在实践上有效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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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China’s Precarious Employment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Transition( 2000—2010)

LIU Ai－yu1，LIU Ji－wei2

( 1．Sociolog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y，Beijing 100871，China;

2．The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Ｒ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Of China，Peking Universi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ampling data of National Women’s status Survey in 2000 and 2010，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situation，characteristics，trends and factors leading to employment precarity of
urban employed people between ages of 18－60． The precariousness of employment for both urban men and
women has increased during past 10 years of 2000－2010，with women more precarious than men． Changes
of men’s precariousness between inter－group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within－group，and with men’s chan-
ges more coherent and women’s more heterogeneous across diffent age groups．Patterns of employment
precarity displa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ketlization of job recruitment，non－contract of labor relation，

short－term of job tenure，dis－continuty of work，stagnation of pension insurance，and lower job satisfac-
tion． The degree of employment precarity is depends on individuals’market capability，which is shaped
by the structural power and associational power，and their interactions as well．Oaxaca－Blinder analysis
show that the increases of market return for both human capital and structural position of work organiza-
tion will be benefit for reduceing precariousness，while the enterprises’e market behavior on employment
caused by deepen liberal reform will reinforce the precariousness．Main policy suggestions for reducing
employment precarity calls for: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protect in national level，more intput of investment
on education and traning for workers，promoting collective negotiation with union building in practice，and
eliminating the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labour market．
Key Words: Employment precarity; Structural power; Market cap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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